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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對邊疆各民族政策的變遷中國共產黨對邊疆各民族政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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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主旨

中國共產黨于其建黨后第二年，在第二次全國大會上提出“蒙古，西藏，囘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

自治邦。在自由聯邦制原則上，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開明政策和崇高理念。之後，在叛亂政權逃移至

陝北延安後的1935年12月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又進一步對蒙古人提出“保存成

吉思汗時代的光榮，避免民族的滅亡，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而獲得如土耳其，波蘭，高加索等個民族一

樣的獨立與自由”政策。從此，蒙古人和藏人，以及囘民等都皆爲其民族政策和政治理念所吸引轉而支持

其獲得政權。

建政後的中共積極導入斯達林的民族概念理論和蘇聯的民族政策，經過短暫且速成式的“民族識別工

作”以後，逐漸創造出了55個“兄弟民族”。種植在摒棄“自由聯邦”后“祖國大地上的55顆花朵”在“漢

族老大哥”的領導下實行“區域自治”並被積極接受“先進的漢族文化”而同化。儅“邁步走在社會主義

陽光大道”上的民族政策遇上民主化后“臺獨勢力”的時候，中共的“nation”概念與“美帝國主義的

ethnic	group”理論也曾經短期正面交鋒。但時隔不久，儅中共在其執政近50年後發現“nation”一詞本身

所含有的民族自決性質之後，又以偷梁換柱的方式編造出了新詞“族群”代替“民族”。55個“族群”加上

“漢族”共同形成“中華民族”以後又發現了新的目標，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年，“中華民族”概

念由一位“老右派”在1989年香港醖釀的時候，又有誰能預測到“香港民族”的登場和“反送中”？在今

後的21世紀内，漢字概念“民族”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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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籍蒙古人唐丹鴻在接觸到流亡藏人歷史觀之後發現：“中國人（漢）自認華夏，中華民族，中囯人

這類集體身份。在華夏文化意識裏，漢人是文明持有者和真理壟斷者，西藏人和周邊民族是落後野蠻的土

著，有待先進的漢民族去拯救，教化和提升。”中國人即漢人自認有權定義並處置他族的民族身份，有權塑

造他人的“中國認同”和“囯族認同”，從而把“中華民族”，“少數民族”這類自創的，包藏政治用心的指

稱附加給周邊民族。唐丹鴻采訪的藏人根本沒有人自認爲是“中國人”或“中華民族”，以及“中國的少數

民族”（唐丹鴻 2015 ：13）。

眾所周知，内部包含不少秘密集社出身者和因素的中囯共產黨雖然表面上接受來自西方馬列主義之“無

１	 本文以2019年11月29日在中華民國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50周年慶研討会上發表的題爲“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政策的變

遷”一文章（『伝承與創新』，12-29頁）爲底，此次基於中國社會政治變化重新做了修改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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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者無國界”理念，但它還是喜歡把集團和政治實體比喻為“家庭”，曰“中華民族大家庭”。既然是粱山

泊式“家庭”，那麽成員就是“兄弟姐妹”。稱兄道弟之後又把其他民族擺成花朵，掩飾其中國人即漢人做

秘密集社老大的虛假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近年，日本中國學者加加美光行在通過分析“蒙古族”在

中國民族政策演變過程中的政治地位和被屠殺的悲慘命運時提出，55個民族有“少數大民族”，也有“少數

小民族”。中共利用“民族無論大小皆平等”的虛假口號有意識地消弱蒙古和藏，維吾爾等“少數大民族”

的歷史地位來鞏固漢族一族的獨裁統治。如此看似平等實則構造上絕對不平等民族政策正是中國民族問題

無法解決的最大原因（加加美光行 2013：135-153）。那麽，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理念是如何演變而來的呢？

臨機應變的政策又能解決日益深刻的民族問題嗎？民族問題僅僅是中國的“内政”嗎？

一 開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民族政策一 開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民族政策

我們在研究思考當今中國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問題的時候，一個很有效的方法是聯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

觀和其政策及理念的變化，以及其處理相關問題時的方法論的變遷。該黨在1922年7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

表大會上通過了如下決議案：“中國共產黨要極力要求：‘蒙古，西藏，囘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自治邦；

在自由聯邦制原則上，聯合蒙古，西藏，囘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8）”。無疑，

這在當時與其他政治家和政黨相比是非常開明和具有號召力的内容。在同一次大會的宣言中對上述決議案

做出了進一步的闡明（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7）：

“因爲中國本部的經濟生活，已由小農業，手工業漸進于資本主義生產制的幼稚時代，而蒙古，西

藏，新疆等則還処在游牧的原始狀態之中，以這些不同經濟生活的異種民族，而強其統一于中囯本部

還不能統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結果只有擴大軍閥的地盤，阻礙蒙古等民族自決的進步，并且于本部人

民沒有絲毫利益。所以中國人民應當反對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大一統的武力統一，……尊重邊疆人民

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囘疆三自治邦，再聯合成爲中華聯邦共和國，才是真正民主主義的統一”

（一下本文中的下橫綫皆為引用者所畫）。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漢人即中國人共產黨人胸懷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樸素的進化論思想，認

爲蒙古等是“異種民族”，游牧乃“原始狀態”的生業，而中國本部則是“資本主義生產制的幼稚時代”。

强迫異族統一歸中國的政治活動屬“大一統”武力，不利於“本部人民利益”。

一年後的1923年12月，“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局對於國民黨大會意見”中提出，“對於

（國民）黨綱草案，我們大致贊同；惟關於民族主義内容的解釋，我們主張是：對外反抗侵略主義的列强加

於我人之壓迫，對内解除我人加於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壓迫” （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23）。

也就是説，中共承認蒙古和西藏實質上已經淪爲中國的殖民地，飽受“我人”即中國人（亦即漢人）的壓

迫。同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中達到了活學活用斯達林“民族”定義的程度（中

共中央統戰部 1991 ：24-25）：

“蒙古問題，在國家組織之原則上，凡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語言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

用自由聯邦制，很難適用單一囯之政制；在中國政象之事實上，我們更因該尊重民族自決的精神，不

因該强制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語言不同之人民和我們同受帝國主義侵略及軍閥統治的痛苦；因

此我們不因該消極的承認蒙古獨立，并且因該積極的幫助他們推到王公及上級喇嘛之特權”。

中共在這裏反復强調的經濟狀況和民族歷史，以及語言等三要素源自斯達林提出的“民族”概念和定

義。我不知道漢人共產黨人為什麽沒有提到第四個因素即“心理”，也學他們也承認，中國人和外族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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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吐蕃人即藏人，“囘疆人”的心理差距無疑是巨大的，畢竟是“非我族也，其心必異”嘛２！

1925年10月，内蒙古的蒙古人在其剛剛獨立後的同胞們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之下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

黨。由於蒙古語中“arad”一詞本身屬於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新概念，中國共產黨人在向老大哥蘇聯和世

界上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輩）學習時把“arad”有時翻譯為“人民”，有

時是“國民”３。 内蒙古人民革命黨（内蒙古國民黨）在其成立宣言中稱，“中國領土内，各民族各有其自

決權”（楊海英 2010 ：575）。中國共產黨于1927年11月時在其“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共

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中特別提到，“中國共產黨認爲必須宣言承認内蒙古民族有自決的權利，一直到分

立國家，并且要激勵贊助内蒙古國民黨力爭自決的鬥爭”（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83）。翌年，“中共中央致

内蒙特使指示信”强調，“内蒙民族運動在民族運動上説是很有革命意義的，我們應當積極領導，并作擴大

的民族獨立宣傳以喚起内蒙民族的獨立運動”（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91）。之後，中共中央又直接給蒙古

工作委員會寫信明確區分“中國同志”即漢人和蒙古人。提到要依照國際東方部的原則，“建立内蒙民族共

和國，承認民族自決權”（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02）。

中華民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根本法即憲法大綱草案于1930年5月通過。“蘇維埃國家根

本法最大原則之四，就是徹底的承認并且實行民族自決，一直到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分立國家的權力。蒙古，

回回，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的這些弱小民族，他們可以完全自由決定加入或脫離中囯蘇維

埃聯邦，可以完全自願的決定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23）。如此開明的中共認爲

其一卵生雙胞胎國民黨是“反動派”，便在同年底11月批判到：“台灣的番人，現在也忍不住什麽日本帝國

主義的這樣統治，起來暴動了！番人的男男女女都英勇的鬥爭”（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44）。而且提出，

不能“站在大漢族主義的觀點，以允許的口吻夷民可以什麽可以什麽”（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79）。也

就是説，中共在這裏認識到了漢人應該放棄對其他民族的話語權問題。不光是中央如此講，政策貫徹到地

方，中共四川省委“告西藏民族和川邊夷民族勞苦大衆宣言”亦指出，“國民黨假藉民族平等，五族共和的

欺騙來掩飾民族壓迫的政策，民族平等是專門用來欺騙你們服從漢族的統治”（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185）。

中共則要四川“黑夷”建立和“外蒙一樣的民族共和國”。可見其政策貫徹到了各省委級別。

之後經過四年時間的長期醖釀，1934年1月正式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其14條中決

定：“中華蘇維埃國家政權以承認中國境内少數民族的民族自由權爲目的，承認各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

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内，他們有完全自決

權，加入或脫離中囯蘇維埃聯邦，或建立獨立的自治區域”（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209-211）。當時的共

黨領袖之一“毛匪澤東”，即以後成功地打倒“蔣匪”的毛先生也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

民委員會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反復强調了上述中共黨的民族政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民族政策

還寫進了“中囯人民對日做戰的基本綱領”内，並在1934年7月7日，經中共北方代表傳達給了内蒙黨委會。

因爲當時東部地區蒙古人都已經在滿洲國内實行自治，内蒙古人民革命黨員按照共產國際指令成爲該國内

興安省等地官員。

“毛匪澤東”率領紅軍開始長逃途徑四川時提出，“爲爭民族自決權直到脫離中國獨立建立自己的聯合

會和政權，管理自己，打倒國民狗黨”。紅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會合后再次宣言：“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蘇維

埃政府在少數民族中的基本方針，是在無條件的承認他們有民族自決權，即在政治上有隨意脫離壓迫民族

即漢族而獨立的自由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蘇維埃政府實際上幫助他們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中共中央

統戰部 1991 ：281，306）。在這裏，中共承認中國人即漢人是“壓迫民族”，少數民族屬“被壓迫民族”。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地經過“爬雪山，過草地”到達陝北黃土高原，“毛匪澤東”“熱

２	 佐藤公彥在分析近代中國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時提出，在滿洲人統治中國的近300年當中，中國人即漢人當中一直

醖釀著反滿，反蒙古的思想。鴉片戰爭后二者合爲一體逐漸形成了中國反帝反異族的民族主義（佐藤 2015）。
３	 關於早期蒙古人的民族主義政黨内蒙古國民黨，請參閲札奇斯欽“二十年代的内蒙古國民黨”（札奇斯欽 1986）。中共非

常明白内蒙古人民革命黨和内蒙古國民黨是一回事，故意混淆事實，在文化大革命中定内人黨為“民族分裂主義政黨”而對

蒙古人加以大屠殺（楊海英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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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盈眶”地擁抱了劉志丹，高崗和習仲勛等“陝北同志”之後，于1935年12月20日頒佈了“中華蘇維埃中

央政府對内蒙古人民宣言”（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 1970 ：16-17 ；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322-324）：

“内蒙古民族只有與我們共同戰鬥，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時代的光榮，避免民族的滅亡，走上民族復

興的道路，而獲得如土耳其，波蘭，高加索等民族一樣的獨立與自由。……内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

的組織起來，它有權按自己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和其他的民族結成聯邦

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

毛澤東和他的蘇維埃政府在該宣言裏還特別提到了三個小地名，也就是鄂爾多斯高原南部伊克昭盟烏

審旗的把兔灣（Batu-yin	Toqai）和鄂托克旗的大小鹽池（Yeke	Bagha	Qoyar	Shiker）。要把這三個被“陝

北軍閥”井岳秀將軍占領的蒙古人的地方立即退還給原主人。我的家就在這三個地方的正當中。從我有了

記憶的時候起，蒙古人即一直反復强調說，“陝北的中國人根本不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到現在還不把這

三個地方還給蒙古人”等。

二 樹“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旗幟二 樹“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旗幟

“毛匪澤東”和他的工農紅軍變成八路軍成爲“中流砥柱”“領導全國人民浴血抗戰”八年，“蔣介石和

國民黨反動派從峨嵋山上下來摘取抗戰果實”之際，内蒙古蒙古人在1945年八月迎來了他自己的北方的同

胞和蘇聯紅軍。蘇蒙聯軍順古代匈奴任和突厥人南下之路趕走“日本鬼子”解放了同胞之後，蒙古人認爲

終於達到民族統一和脫離中國的政治目的，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强調的“脫離中國的壓迫民族，建立自

己的分立國家”。於是草原上瞬間出現了兩個獨立的政權，即原滿洲囯境内的東蒙古人和德王的蒙古自治邦

内的蒙古人建立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和王爺廟政權，皆為日据時代潛伏地下之内人黨（亦被

翻譯爲内蒙古國民黨）員主導。

南北蒙古也就是所謂的“内外”蒙古人誰都不知道美英蘇三大國之間簽訂的密約，即雅爾達協定決定

將蒙古高原的南半部送交中國人統治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不知情。但是，敏捷的中共黨員們立即提出了

“在中共幫助下的民族自治就等於民族獨立”（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975）。八路軍在蘇軍的引導下大舉侵

入滿洲和内蒙古的時候遇到了蒙古軍的强烈抵抗，中共認爲自己是“中國軍隊”并有別與“國民黨軍”（中

共中央統戰部 1991 ：995）。不久，中共就將内蒙古民族問題的責任全部推到了國民黨身上。1946年2月18

日，“中共中央關於内蒙民族問題應取慎重態度的指示電”提出：“國民黨利用所謂内蒙獨立問題打造謠言，

以引起國内外注意，我們對蒙古民族問題應取慎重態度，根據和平建國綱領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應提

出獨立自決口號”（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000）。此時的共產黨并沒有對何爲“民族平等自治”概念做出

定義並解釋突然轉換了多年打過來的“民族自決”的旗幟。

蒙古人的政治領袖雲澤經過留學蘇聯之後又在“革命聖地延安”經歷了中共疾風暴雨式的洗禮（延安

整風運動等）。在中共不給他一兵一卒的“支持”下獨自闖入内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的雲澤，通過“民

主選舉”順利成爲該國主席４。之後，他又利用社會主義大本營莫斯科的光環釜底抽薪般地奪取了東蒙古

人民自治政府的軍政實權。全體蒙古人堅決要求維持内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時候，“中共中央關於内蒙自治問

題的指示”也模棱兩可地在1946年3月23日決定：“如果内蒙人民中積極分子主張解散内蒙自治運動聯合會

而組織内蒙古人民革命黨，我們應該予以贊助，并以中共分子加入成爲領導核心”（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033-1034，1102，1103）。蒙古人經過和中國共產黨激烈的鬥爭之後于1947年5月1日成立了自治政府。4月

27日通過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即强調自治政府是基於“民族自決”而成立；“高度自治”的内蒙

４	 雲澤即後來的烏蘭夫曾經親赴内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做工作，經過“民主”選舉成爲主席（《内蒙古革命史》編輯委

員會 1978 ：151-152）。烏蘭夫解釋此舉是爲了瓦解該共和國政權。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人認爲他是有意且非常高

興地登上了共和國主席之寳坐而認定他是“民族分離主義黨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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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擁有自己的“内蒙古人民自衛軍”。 “内蒙古人民自衛軍”基本上淵源于滿洲國國軍和蒙古自治邦之蒙古

軍，可稱爲清一色的“挎羊刀的軍隊”。能夠和莫斯科直通的雲澤也改名成了“紅色的兒子”烏蘭夫，自治

政府的首都是“紅色的城市”烏蘭浩特；同胞國家的首都分別是“紅色的英雄”烏蘭巴托和“紅色的門檻”

烏蘭烏德。“紅彤彤的蒙古人大步走在社會主義的陽光大道”上的時候，分爲國共兩黨的中國人則在同室操

戈，以血洗血。

“共匪”大舉南下開始“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之際，被毛澤東清洗後僅存數人的元陝北共產黨人

之一的高崗雄踞東北。高崗于1948年8月3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東北局副書記的身份招集内蒙古幹部

開會時講到（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143-1144）：

“沒有蘇聯和外蒙出兵，日本帝國主義能不能迅速打垮？東北和内蒙能不能迅速解放？顯然，是不

能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即宣佈中國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各民族自治與自決權，從

各方面幫助少數民族的解放與發展。統一的内蒙自治政府，就是經過逐步發展而成立的。……在全國

解放後，則將《按照自願和民主的原則，有中國境内各民族組成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内蒙自治政

府，將是這個聯邦在過境北部的主要租場部分”。

高崗雖然有意把“自治”一詞放到了“自決權”的前面，强調“平等”和中共之“幫助”等美麗的幻

影，但是依然能發現中國共產黨人此時描畫的是“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 内蒙自治政府很有可能轉換爲

“内蒙古自治共和囯”。然而，“從山溝裏發現馬列主義”並逐漸將其與傳統農民造反相結合後的“毛匪澤東”

早就決定告別蘇聯走“馬克思與秦始皇合體”的執政路綫５。於是，中國人周恩來在1949年9月7日在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上正式否定了共產黨建黨以來28年的民族政策（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

1265-1267）：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決權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今天帝國主義者有想分裂我們的西藏，台灣

甚至新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各民族不要聽帝國主義者的挑撥。爲了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名稱，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駛民族自治的

權利”。

如此這樣，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它自己多年來一貫主張的“民族自決”口號。從國中之國的“中華蘇維

埃共和國”的山溝裏走出來的“江西，湖南老表”們已經大開眼界並認清了中國本土外還有台灣“番人”，

西藏和新疆也在“聼帝國主義者的美言挑撥”。“中華”一詞大概會讓中國人感動，“人民”一詞也比“國民

黨反動派”的中華民國動聽６。但這一切都無法馴服蒙古人和藏人，“囘疆”人。誤上賊船的各民族接下來

面臨的是被識別，被“養殖插花”和大量屠殺。

三 擺飾在“大家庭”内“花朵”三 擺飾在“大家庭”内“花朵”

中國共產黨人把無數非中國人統合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内之後便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

綱領第六章”中表示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爲各民族友愛平等的大家庭”（《民族政策文獻匯編》 1953 ：

1）。比處在“資本主義”階段之中國人即漢人“落後”的“原始民族”内當然沒有“先進的無產階級和工

人階級”。自認爲“工人階級内部先鋒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此可以名正言順地統治異族。異族已經不是

“徹底的承認并且實行民族自決，一直到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分立國家的權力”的對象，而是需要中國人“幫

５	 有關蘇聯的民族政策，Grigol	Ubiria的Soviet Nation-Building in Central Asia（2016）有專門論述。
６	 台灣研究者蔡囯裕把“叛亂時期中共”少數民族政策分爲“宣傳中華聯邦共和國時期”和“鼓吹中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時

期”；幻變自如的民族政策是爲了配合不同時期的革命，并不是爲了正真解決各少數民族的政治地位（蔡囯裕 1977：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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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少數民族”。從此，把國家比喻為家庭的中國傳統儒學的言説也一直沿用至今日；已往的社會主義

民族自決思想成爲背叛“祖國大家庭”的異端。此時的中共早已不是對其他民族一無所知的“流寇”，而非

常懂得如何運用中華與周邊的政治關係。

既然“幫助”別人，那就應該享受“熱烈歡迎”。1951年3月2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論及占領青海時

說，“在馬匪步芳統治時期，藏民用一百五十斤羊毛換一塊磚茶，現在可以換十五塊。因此，藏民族人民感

激地稱毛主席為「真正的活佛」”（《民族政策文獻匯編》 1953 ：19）。中共和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裏都必須受

到“少數民族的熱烈歡迎”。“大救星毛主席”的中國人是回民的“毛主席派來看我們的訪問團”；在新疆是

“七八十歲的老婦都跳著民族舞蹈，喊著「雅諧遜（萬歲）毛主席」”（《民族政策文獻匯編》 1953 ：31-32）。

於是，有史以來從未被“非我族也，其心必異”的非中國人歡迎過並“熱愛”過的中國人的心理到達了前

所未有的自我滿足的境界。直至今日，中國人即漢人無論以何種暴力形式出現在邊疆，都絕對會有“能歌

善舞，純真樸實”的 “少數民族”手捧哈達和酒杯載歌載舞“熱淚盈眶”地歡迎他們。

建國後的中國共產黨動員留在大陸的“二流”以下的“小知識分子”（一流“大知識分子”都隨著“國

民黨反動派”跑到了“水深火熱的台灣”）到各地逐漸“識別”番人，夷人，使他們成爲“大家庭”裏的

“兄弟姐妹”。比如説，東北大森林裏的“鄂倫春人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在我們祖國這個

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中的新的生活，新的面貌。……實現了當家作主的權力”（秋浦 1978 ：1）。各民

族必須要比中國人“發展程度低”，要麽處在“原始社會”等待中國共產黨人用直升飛機接到人類發展程度

最高的社會主義制度内；要麽停留在“半封建社會”等候中國人消滅其内部的“人民公敵”。中國王朝傳統

的對周邊異族“恩威並施”的手段以新詞句形式出現並被執行。

毛澤東在1956年4月25日“論十大關係”中談到了漢族和少數民的關係。聰明的毛認識到了“漢族是人

口衆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於是他很紳士般地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

建設”。並要“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著重反對大漢

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毛澤東 1976 ：14-15）。

毛雖然這樣講，但是各民族精英中的民族自決思想并沒有消失。基於如此狀況，翌年，中共在德國殖

民地青島召開了民族工作座談會，在制度上消滅了它自己一貫號召過的民族自決以後又要進一步從思想上

否定中共長期打過來的“徹底的承認并且實行民族自決，一直到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分立國家的權力”旗幟。

然而，就拿内蒙古自治區做例子，蒙古人烏蘭夫依然抵抗。8月5日，烏蘭夫在青島民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

民族自治區“自治機關的民族化”７。因爲除了他自己的内蒙古以外，黨政軍大權當中的黨的領導權完全由

“漢族老大哥”掌握。烏蘭夫的“自治機關的民族化，包含著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自治機關以實行自治的民

族的人員爲主組成；一是以當地的民族通用語言文字行使職權；一是自治機關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適

應當地的民族特點”（楊海英 2012 ：236）。從此，至少在内蒙古自治區各級黨政機關裏，蒙古人本應所占

的比例得到了理論上的根據。筆者在幼年時期也曾經目睹過中國人副職幹部操著蹩脚的蒙古語謙虛地和蒙

古人談黨和國家政策，此乃烏蘭夫“自治機關的民族化”中“蒙漢兼通”政策的結果之一。後來被定性爲

“强迫先進的漢族學習蒙古語”，“利用學蒙古語的方法，反對並阻礙學習毛主席著作”，重視蒙古語是“反

革命修正主義，民族分裂主義”（楊海英 2011“852-852）。“文明”的中國人怎麽能去學“野蠻”的蒙古人

的語言？

四 “模範”自治區的罹難四 “模範”自治區的罹難

然而，中國人毛澤東的“摻沙子，挖墻脚”的雄才大略畢竟比草原上“純樸”的“紅色兒子”技高一

籌。毛公開要求烏蘭夫敞開大門歡迎中國人，自治區亦不得不同意。中國人移民人口短時期内遠遠超過了 

 

７	 關於烏蘭夫在青島會議上提出“自治機關民族化” 的講話，請參閲《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學習資料》第六輯，1957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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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的蒙古人，而且還要得到比蒙古人更多的“土地”或“荒地”以便耕作８。毛曾經講“民族問題實際

上是階級問題”，烏蘭夫則認爲不斷移民至1300萬的中國人和淪落爲絕對少數的140多萬蒙古人生活的自治

區内實際上是“階級問題也是民族問題”，“離開了民族問題的具體事實談階級鬥爭，實際上是一句空話”

（楊海英 2011 ：155;2012 ：360-364）。山溝裏出來的中國人毛澤東和留學莫斯科的蒙古人烏蘭夫的政治鬥

爭開始激烈化。

儅烏蘭夫發現他的民族自治政策在他自己的家鄉都無法執行下去時，便從1966年1月27日開始重新印刷

頒發毛澤東1935年的《三五宣言》。但是，入殖内蒙古的聰明的中國人馬上認爲他的行爲是“用民族問題來

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反復强調要防止和剋服大漢族主義屬於民族分裂”（楊海英 2011 ：155-156）。

至此，少數民族幹部終於認識到，毛和中國人講的“反對大漢族主義”完全是一個美麗的空姿態，不帶任

何實質。自認爲最先進，最文明的中國人那能容忍別人反對？“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絕對不

允許“野蠻落後的少數民族”有任何抵抗！

對於如此斗膽冒犯中國領導人的烏蘭夫，共產黨中央決定利用華北局會議把他“拉下馬” （中央關於處

理内蒙問題的決定和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匯編，第一輯 1967 ：108）。文化大革命開始近一年後，“人民的好

總理”周恩來于1967年4月27日講到：“烏蘭夫已經早就揪出來了，是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可

以説是内蒙古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5月26日，中共情報機關頭目康生定論到，“烏蘭夫是蒙族的叛徒，

是中華民族的叛徒”（中央關於處理内蒙問題的決定和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匯編，第二輯 1967 ：4，63）。毛

澤東，周恩來和康生等“革命前輩”認為“蒙古民族是中華民族叛徒”。在中國人强大的政治壓力和解放軍

主導之暴力之下，烏蘭夫于1967年7月26日向中共中央遞交了檢查，承認 “印發三五宣言，實際上就是要領

土，要獨立權力，要黨領袖”。“我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是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路綫錯誤，是反黨反社

會主義，反毛主席的錯誤。……樹竪起了反黨的民族主義的黑旗，我站在5%的人的立場上，代表著這些人

的利益，頑固地反對階級鬥爭”。承認“區域自治的核心，是少數民族當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楊

海英 2011 ：184-185）。烏蘭夫的“認罪態度”非常好，他接著承認說（楊海英 2011 ：187-188）：

“我在内蒙古自治區，積極推行了修正主義，民族分裂主義的政治路綫，這條修正主義政治路綫，

是以資本主義民族主義為旗幟，以民族分裂主義為特點。以反大漢族主義代替了反修正主義，以民族

問題和生產反對階級鬥爭，社會主義革命。用和平改造，和平競賽代替了牧區的社會主義革命；用獨

立王國，大蒙古共和國代替了區域自治。執行這條路綫的最終結果，是把内蒙古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

出去，成爲一個獨立國，大蒙古共和國”。

至此，烏蘭夫的檢查證明中共建黨以來所表白，所號召的一切民族政策和民族自決的口號都是騙人的

幌子。中共曾經高喊的民族自決的思想已經成了修正主義的路綫和民族分離主義思想，誰要追求并執行共

產黨的政策，那就是民族分裂活動！

1968年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發佈第351號文件，正式斷定1925年10月成立的内蒙古人民

革命黨（内蒙古人民國民黨）為民族分離主義政黨。12月22日，内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向毛澤東和中共

中央遞交“關於内人黨問題的匯報提綱”指出，“烏蘭夫就是内人黨的縂頭目”（楊海英 2010 ：219-229）：

“烏蘭夫就是内人黨黨魁，夢想儅成吉思汗第二，幾十年來，他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推行了

一套反革命民族分裂主義的路綫和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使大量的蒙族同胞收了毒害，這就是内燃

黨能在社會主義時期發展起來的重要因素。烏蘭夫在這方面的主要罪惡是：……一，大肆宣傳成吉思

汗，提出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團結起來的反動口號９。……二，大肆宣傳三五宣言。反革命修正主義分

８	 台灣研究者袁稼禾指出，“共匪移民内蒙有三種方式”，一般移民，復原退伍軍人，發動知識青年“支邊”（袁稼禾 1967 ：

72-73）。
９	 有關中共如何利用“成吉思汗”，即成吉思汗有時是“侵略者”，有時又是“中華民族英雄”，“打到歐洲的唯一一個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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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張聞天盜用毛主席的名義，在1935年發了三五宣言。烏蘭夫奉爲至寶，長期宣傳說，這才是毛主席

的主張。……大搞反漢排漢，公開提出反大漢族主義”。

於是，一場以“挖烏蘭夫黑綫，肅烏蘭夫黑毒”的政治鬥爭和“挖内人黨”民族鬥爭相結合，最終逮

捕34萬人，傷殘12萬人，致死27，900人。中共這一“豐碩成果”基本上由蒙古人組成，包括“極少數漢

奸”10。1925年内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時，當時的雲澤才19嵗。優秀的雲澤被選派遠赴莫斯科留學，但沒有

機會成爲“内人黨黨魁”（楊海英 2018 ：33）。

五 再度確認“落後”和“少數”五 再度確認“落後”和“少數”

文化大革命后復出的烏蘭夫已經無權回到他自己的故鄉内蒙古自治區，只能被羈縻軟禁在首都北京做

“熱愛中國的少數民族傑出領袖”。1979年4月25日，以統戰部領導的身份出席“全國邊防工作會議”的烏蘭

夫如下講出了心中的不平（烏蘭夫 1979 ：10-11）：

“林彪，四人幫蓄意歪曲毛主席關於《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的科學論斷，把

民族問題和民族鬥爭，民族問題和階級鬥爭問題完全等同起來，甚至把蒙古族喝奶茶的習慣説成是資

產階級生活方式，把囘民要求照顧不吃豬肉的習慣説成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最突出的是，在内

蒙古自治區等地，大挖根本不存在的新内人黨，使大批蒙古族幹部，群衆和部分漢族幹部，群衆遭到

嚴重迫害。内蒙這一案致死數萬，傷殘十數萬，波及，株連上百萬。……他們在雲南製造了一萬二千

多起怨，假，錯案，傷殘三萬多人，其中少數民族佔相當大的數量。在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四人

幫及其死黨毛遠新一夥製造了《叛國暴亂》等四大冤案，朝鮮族幹部和群衆被揪鬥的有兩萬多人，致

死的有近三千人”。

衆所周知，林彪元帥和内蒙古大屠殺沒有直接聯係，毛夫人江青女士唯其夫君馬首是瞻，是“毛主席

的狗，主席叫咬誰就咬誰”；毛遠新乃“偉大領袖”的骨肉至親。“把民族問題和民族鬥爭，民族問題和階

級鬥爭問題完全等同起來”的正是毛澤東本人。然而，蒙古人烏蘭夫哪有斗膽講出實情？！作爲中共不得

不承認的唯一的少數民族領袖和理論家，以及民族自治的象徵性人物，中國還得把他當作一朵枯花擺在京

城11。然而，他的這篇論及中共破壞民族政策和屠殺異族的報告，在20年後收入他自己的文選的時候全被

刪除（烏蘭夫1999 ：258-293）。

完全失去各民族信賴的中國政府的民族工作者們又不得不重新撿起“老一輩革命理論家”的衣鉢。御

用雜志《民族團結》于1979年連續三期再度發表了當時任統戰部顧問的李維漢三篇文章以加强對異族統治

的正當性。李維漢為中共提供的根據就是“先進的漢族”可以統治“落後的異族”（李維漢 1979a ：9-19）：

“大約有六十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包括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獨龍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布朗

族，崩龍族，景頗族，黎族和台灣省高山族的一部分地區，解放前還處於原始公社的末期，或者保存

著濃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殘餘。……在大小涼山地區約一百萬人口的彜族中，解放前還保存著野蠻的

奴隸制度。……絕大多數的民族，在解放前，處於封建和半封建的社會。其中約有四百萬人口，主要

是藏族，傣族和一部分蒙族，還保存著封建領主制度。西藏社會是十分黑暗，落後和殘酷的領主莊園

制的農奴社會……漢族人民在中國革命中始終居於最先進和最主要的地位……漢族是中國歷史上經濟

親參閲楊海英“從天幕到宮殿：成吉思汗廟及成吉思汗陵的殖民化作用”（2013）。
10	 有關内蒙古自治區文革期間的大屠殺，請參閲拙著《沒有墓碑的草原》（2014年，八旗出版社）。
11	 台灣《中共研究》所刊囯相之文“中共對偽内蒙古自治去的新部署”指出，“中共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實質上是以

分割統治及消除少數民族爲目的”（囯相 197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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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進的民族”。

革命也好，經濟也好，李維漢堅定地認爲“漢族最先進”的理論像“遺傳基因”一樣注入異族體内，

經過長期政治洗腦后，以至於各民族本人都不得不自認“落後”，或者是正因爲“落後”才不得不接受中國

人即漢族的統治和大規模殺戮。李在否定各民族自發的民族自決運動時又説到，新疆各民族受“英帝國主

義和其走狗阿古柏”的侵略，西藏在被“英美帝國主義和印度反動派”騷擾，外蒙被哲佈尊丹巴的“反動

統治集團和俄羅斯帝國主義的策動”而獨立，内蒙則“被日本帝國主義和其走卒王公貴族煽動”。如此危

機，各民族“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獲得解放”（李維漢 1979b:16-21）。通過否定異族的社會性質和民族自

決運動后，李更强調其“落後”，賦予中國人即漢族以“先進性”。中國人李維漢定斷說，“我國不采用蘇聯

聯邦制，而要區域自治”（李維漢 1979c:13）。我們無法得知中共最大理論家李維漢先生是如何否定他們黨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代“徹底的承認并且實行民族自決，一直到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分立國家的權力”！

李維漢不會想到，他所喜用的詞句和其中的政策正好證明了中共殖民政策的性質。多次造訪台灣和香

港的土耳其人中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曰，用“文明”和“野蠻”來區別並譴責與民族國家有不同目標的

集團，如庫爾德人和維吾爾人等是一種典型的殖民情景下的政治操作。“中國”只能等同於其國内占優勢的

漢族，維吾爾人和吐蕃人希望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脫離的原因也正是因爲他們受到了最露骨的殖民統治（阿

里夫・德里克 2018 ：65，93-94）。

六 “族群”的扭捏登場和“民族”的“去政治化”六 “族群”的扭捏登場和“民族”的“去政治化”

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Tanner	Lecture”會上，曾經是“著名右派”之一的費孝通發表了“中華

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我將把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裏具有民族認同的十億人民。它

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它們雖然都稱民族，但層次不同。……中華民族作

爲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强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爲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

千年的歷史中所形成的”。 費孝通認爲“中華民族”存在一個“核心”，那就是中國人即漢族（費孝通 1989：

1，16）。

費選擇當時還屬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來發表他的政治假説，也許是爲了把“深受西方列强毒害”的“香

港同胞”拉回到“溫暖的祖國的懷抱”為迎接1997年的回歸做政治思想上的前提工作。但是，一年後6月4

日鄧小平指揮人民解放軍鎮壓聚集于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之舉也從側面否定了費的假説沒有任

何吸引力。

費指出“它們雖然都稱民族，但層次不同”之後，中國的民族學家們開始重新思考詮釋“民族”一詞。

2003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的郝時遠撰文批判台灣的“原住民”概念。郝講到，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台灣的民族問題是中國民族問題的組成部分。由於海峽兩岸存在著意識形態和社會

制度的差異以及台灣島内‘臺獨’勢力分裂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活動，台灣的民族問題也包括‘國家認同’

和‘中華民族認同’方面的問題”。郝認爲“臺獨勢力操作”“南島民族”和“族群”政治概念已經出現了

“極端趨向”，要慎重使用“族群”一詞（郝時遠 2003：27，41-42）。之後，郝又進一步批判到：“進入1970

年代后，族群（ethnic	group）和族群性（ethnicity）理論日益為台灣相關科學所關注和借鑒，進而為‘臺

獨勢力’所利用”。“ ‘臺獨’勢力通過‘族群分化’來抵消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

態，在製造‘存異於他’的差異政治的同時又企圖構建‘求同於己’的‘台灣民族主義’認同政治”（郝時

遠 2004 ：123，136）。

郝所長時遠指出“族群”和“族群政治”是“雙刃劍”，大陸學者應該慎重使用。但是留學“美帝”的

中國學者們終於發現從蘇聯引進且經過“山溝溝裏的蘇維埃共和國煉磨”的民族概念，尤其是她的“nation”
英語一詞遠比“臺獨勢力”更危險以後，“族群”和“族群政治”迅速取代了“民族”和“民族政治”。北

京大學的回民亦即回族知識分子馬戎則主張，“我曾建議保留‘中華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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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把56個‘民族’在統稱時改稱為‘族群’或‘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ies）”（馬戎 2004 ：123）。

“當我們講到中國的56個“民族”和地方“民族主義”并把這些詞匯譯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

Nationalism時，國外的讀者從這些英文詞匯中很容易聯想為有權利實行“民族自決”并建立“民族國

家”（Nation-state）的某種政治實體和分裂主義運動，從而在國際社會造成嚴重誤導”。

可能是蒙古帝國元朝時期色目人後裔的馬戎為中共出謀獻策以“臺獨勢力”愛用的“族群”代替危險

的民族概念時并沒有面對過去其主人在南中國“叛亂”時期强調的“徹底的承認并且實行民族自決，一直

到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分立國家的權力”。認識到民族概念的危險性和有可能被“國外的讀者”“嚴重誤導”可

能性之後，馬戎便直截了當地提出要“去政治化”。

其實，中國的理論家們早就對徒有虛名而且“落後”不前的自治區域的存在持滿腔憤怒，他們依然認

爲“我國民族地區發展的特殊性在於他們傳統文化的滯後效應”（黃淑娉 1989 ：113）。於是，中國社會科

學院的朱倫大膽提出取消“自治”而乾脆“共治”，“共治”（jointnomy）才是現代國家民族政治的基本原理

（朱倫 2002 ：1-9）。“自治是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在政治上相互妥協的結果，因而在思想上存在著排他性

和從屬性的矛盾特徵”，“民族共治是民族自然融合的橋梁”（朱輪 2003：2，18）。當然，中國人朱講的“融

合”是讓55各民族同化成漢人。

針對民族理論舞臺上朱馬等中國人知識分子的活躍，蒙古人郝維民（哈日奴德・傲騰畢力格）從正面

反擊（郝維民2005 ：409-410）：

近年來，學術界出現了所謂“少數族群（即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新思路”和民族“共治”

的新理論，很引人注目。前者是要把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當作民族問題上的“政治化”

而去掉；後者是要以實行國家和民族自治地方兩個層面的“共治”，消弱，淡化甚至淹沒燒糊民族自治

權。這兩理論實質上與20世紀60年代的“左”傾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對待少數民族

和民族問題的主張相似。

郝維民接著回顧到，1964年的烏蘭夫曾經按照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理論在内蒙古自治區推行“反對

大漢族主義”政策時已經引起了中共華北局的高度注意和警惕，蒙古人的臨難開始。北京高層經過細緻調

查後，做出了如下決定（郝維民2005 ：399-400）：

5月21日至7月25日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工作會議，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向

烏蘭夫發難，經過精心準備，羅織了五大罪狀，最後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

識破壞祖國統一，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將蒙古族幹部從高層到基層撒

網搜索，并將大批蒙古族知識分子以及農牧民也羅織進去，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新内人黨案，烏蘭夫被

定爲黨魁，受害者達幾十萬人，致傷致殘者有數萬人，致死者也有萬餘人，……1969年7月將内蒙古自

治區東部的呼倫貝爾，哲裏木，昭烏達3盟分別劃給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 ；將西部的阿拉善左

旗，阿拉善右旗和額濟納旗分別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和甘肅省，内蒙古的歷史地域再次被分割，使100

多萬蒙古人的自治權力完全剝奪。蒙古族最大的民族自治區名存實亡。

親身經歷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郝維民認爲蒙古人的政治臨難“與根深蒂固的大漢族主義不無關係”（郝

維民2005 ：400）。“烏蘭夫冒險批判大漢族主義思想，力求堅持民族特點，地區特點的原則，結果都成爲文

化大革命打倒他的罪狀。這種戲劇性的變化，耐人尋味”（郝維民 2005：400，405）。郝維民最後指出，“誰

都明白，中華民族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中國各民族的總稱，也稱中華各族或中華各民族，并非民族

學概念。把民族學範疇内的民族與中華民族這兩個不同學術範疇的概念扯在一起，去糾纏它們之間的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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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是毫無意義的”（郝維民 2005 ：420）。5年後，郝維民再次通過回顧曾被中共中央譽為“良好榜樣”的

内蒙古自治區的近現代歷史後説，中共不能忘卻自己曾經成承諾的賦予給各民族以民族自決權的過去，至

少要堅持民族區域自治（郝維民 2010：273-296）。日本學者加加美也在分析了内蒙古的近代歷史和現狀后

提出，“像蒙古人那樣有能力且已經創建了民族國家，擁有共同的民族記憶的‘少數大民族’會不斷地追求

民族統一”（加加美 2013 ：151）。

七 “香港民族”決定未來？！七 “香港民族”決定未來？！

儅中共用“母親般溫暖的懷抱”熱烈歡迎擁抱“被英帝國主義誘拐”100年後的香港并高調承諾給與

“高度自治”的時候，我們“少數民族”半羡慕半懷疑。羡慕的是，畢竟中國人即漢人對中國人好，還給

“高度自治”！懷疑的是，回顧我們被中共欺騙的幾十年歷史，怎麽會那麽簡單地讓你“股照炒，馬照跑，

舞照跳”呢12？果不然，主權移交后的政治變局讓香港覺醒並以“香港民族”或“香港國族”的身份提出

了“再見！中國”（徐承恩 2017 ：473-507）。對此，台灣人吳叡人分析曰（吳叡人2017 ：15）：

“作者主張香港民族的起源，是爲処中華帝國的國家力量（reach	of	the	state）之邊緣或外部的東

南方邊陲，底層諸族群，如漢化甚晚的廣府族群，被歧視的嶺南賤民族群（客家人），以及具有强烈無

政府傾向的海洋族群（閩南人與疍家人）。如借用印度底層研究（subaltern	classes）的概念，這四種

香港的先驅族群乃是當時中華帝國邊緣不折不扣的底層階級，乃至敵對，并且在中國先現代民族國家

形成之前，即被吸收到另一個帝國，也就是大英帝國的外圍歷史軌道之内，在“処中國之外，在中國

之旁”的獨特地緣政治中經驗了一段獨特的族群融合與民族形成的歷史，最終在七〇年代形成了香港

民族意識，但同樣也因爲這個微妙的位置，造成香港民族意識因來自中國因素的不斷干擾而欠缺穩定

性。”

儅中共絲毫不反思其自身的民族政策且高聲批判台灣“獨立勢力”時，吳叡人講：“（台灣和香港的自

然傳承）體現的不是什麽“臺獨與港獨合流”之低級，粗暴而反智的指控，而是處在帝國邊緣，帝國夾縫

中的所有賤民階級共有的苦悶，憂傷”（吳叡人 2017 ：19）。環視中國邊緣，全世界蒙古人人口雖然不及香

港民族多，但從其建構並絲絲相連的歐亞大陸上的歷史來看，不見得會自詡并滿足為底層階級。因此，也

不會簡單放棄民族（nation）的地位而滿足於“共治”下的“族群”（ethnic	group）身份。

回顧中共建黨以來的民族政策之後，我們駡它背信棄義有意義嗎？中共已經辨明曰，不同時期可以有

不同的政策靈活應變；馬列主義民族理論必須和中國特色相結合等等。我們也可同樣指出中國人即漢族無

治理邊疆能力，强權殖民統治促進了各民族的遠心力。費孝通在圓其假説“中華民族”夢時强調“各民族

一致抵抗西方列强”。對此，台灣學者侍建宇指出，“從那些聚居在邊疆的各民族角度來看，他們對于過去

帝國主義的反感，恥辱歷史的記憶，以及反殖的期盼，應該也絕對不少於中國官方對洋人和滿清的激烈抨

擊”。“中國在邊疆民族眼中就是取代與繼承原來帝國主義的位置，那麽中原對於邊疆的認識大致就會出現

兩種推想途徑：第一，革命論或分裂論途徑，……第二，文明論途徑，類似於西方過去東方主義式對於異

文化的認識，强調文明與否的分辨”（侍建宇 2010：17）。做爲一個政黨的中共與其熱烈支持者“中國人民”

尤其是中國人無條件地自認爲漢族最優秀，最先進 ；少數民族“落後”“野蠻”，只能通過殖民“幫助”才

能“發展”和維持“大一統”的話，革命論或分裂論永遠不會消失。各民族已經充分認識到，蘇聯寫進其

憲法當中並按其原則實現無血革命而獨立的中亞各囯的路才是真正的民族自決。

2019年初夏，北京突然發出震驚世界的髙圧政策，從該年秋季9月開始逐漸在“模範自治區内蒙古”取

消蒙古人的母語即蒙古語授課代之以別人，中國人的語言即漢語教學。該種文化大屠殺之暴舉引發了大規

12	 中共實權人物鄧小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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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抗議和抵抗，因爲中國政策讓全體蒙古人重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種族大屠殺；種族大屠殺以後留

下的最後一個任務就是徹底同化蒙古人。與其喪失母語倒不如抗爭，使蒙古人再一次發出了保護自己文化

的聲音。當然，中國還是繼續用他們最擅長的暴力方法殘酷鎮壓蒙古人，並毫不留情地如期導入同化政策13。

中國的暴力與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大屠殺同步進行，以至於全世界再一次把中國當作當今最大的威脅。今

後如何應對中國的問題已經從民族問題再次成爲真正的國際問題。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中文文獻

阿里夫・德里克

2018《殖民之後：台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衛城出版社。

蔡囯裕

1977 “叛亂時期中共對少數民族問題之策略”《共黨問題研究》第三卷第九期，59-66頁。

費孝通

1989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期，1-19頁。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學習資料》第六輯

195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囯相

1971 “中共對偽内蒙古自治區的新部署”《中共研究》第五卷第十一期，26-31頁。

郝時遠

2003 “當代台灣的‘原住民’與民族問題”《民族研究》第二期，27-42頁。

2004 “台灣的‘族群’與‘族群政治’析論”《民族研究》第二期，13-136頁。

郝維民

2005 “漫議中國西部大開發與蒙古族的發展：兼評少數族群“去政治化”和民族“共治””《蒙古史研究》

第八輯，384-420頁。

2010 “烏蘭夫在内蒙古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偉大實踐” 《蒙古史研究》第十輯，273-296頁。

黃淑娉

1989 “民族識別及其理論意義”《中國社會科學》第一期，107-116頁。

李維漢

1979a “中國各少數民族和民族關係”《民族團結》第三期，8-18頁。

1979b “中國各民族解放的道路”《民族團結》第五期，15-23頁。

1979c “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内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民族團結》第六期，5-13頁。

馬戎

2004 “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數民族問題的去政治化”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六期，

122-133頁。

毛澤東

1976《論十大關係》，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

1970《毛澤東集》北望社。

《民族政策文獻匯編》

1953，人民出版社。

13	 參見楊海英・sayin他編《中国政府による文化的ジェノサイドに抵抗する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モンゴル語保護運動資

料》,2021年,世界モンゴル人連盟。



― ―41

《内蒙古革命史》編輯委員會

1978《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革命史編委會辦公室印。

秋浦

1978《鄂倫春社會的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侍建宇

2010“中國的反恐論述與新疆的治理”《二十一世紀評論》2月號，14-20頁。

唐丹鴻

2015《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雪域出版社。

楊海英

2013 “從天幕到宮殿：成吉思汗廟及成吉思汗陵的殖民化作用”《民族學界》第31期，199-218頁。

2014《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八旗出版社。

2018《在中國和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八旗出版社。

袁稼禾

1967 “共匪控制下的偽内蒙古自治區”《匪情研究》第十卷第十一期，59-80頁。

烏蘭夫

1979《烏蘭夫同志在全國邊防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共内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1999《烏蘭夫文選 下》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吳叡人

2017“推薦序：高貴的鬱躁” 徐承恩著《香港，鬱躁的家邦》左岸文化出版，13-20頁。

徐承恩

2017《香港，鬱躁的家邦》左岸文化出版。

札奇斯欽

1986 “二十年代的内蒙古國民黨”《中國邊政》第九十六期，9-17頁。

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民族問題文獻匯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央關於處理内蒙問題的決定和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匯編，第一輯

1967年5月30日 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聯絡總部引發。

中央關於處理内蒙問題的決定和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匯編，第二輯

1967年6月5日 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聯絡總部引發。

朱倫

2002 “論民族共治的理論基礎與基本原理”《民族研究》第二期，1-9頁。

2003 “自治與共治：民族政治理論新思考”《民族研究》第二期，1-18頁。

日文日文・・欧文文獻欧文文獻

加々美光行

2013「内蒙古モンゴル人の咆哮」『思想』No.1065,135-153頁。

佐藤公彦

2015『中国の反外国主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集広舎。

楊海英

2010『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2―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粛清事件』風響社。

2011『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3―打倒ウラーンフー』風響社。

2012『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4―毒草とされた民族自決の理論』風響社。

楊海英・sayin他編《中国政府による文化的ジェノサイドに抵抗する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モンゴル語保護



― ―42

運動資料》,2021年,世界モンゴル人連盟。

Grigol	Ubiria
2016 Soviet Nation-Building in Central Asia, The Making of the Kazakh and Uzbek N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